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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深层国家”：现实与迷思①

节大磊　 　 　

〔内容提要〕“深层国家”作为美国的外来词，在 ２０１６ 年大选前后开始

在关于美国政治的讨论中流行开来。 本文聚焦于美国的官僚体系和职业官

僚与白宫的关系，试图从学理上并在经验层面上去探讨所谓“深层国家”这
一议题。 一方面，美国职业官僚的多元性及其官僚体系的相对开放性意味

着在美国政治中不存在一个有系统性、组织性和特定意识形态色彩的“深
层国家”；另一方面，在特朗普时期，白宫和官僚体系之间长期存在的紧张

关系的确达到了高峰。 出于宪法法律、专业规范或者政策分歧等原因，职业

官僚通过拖延、泄密、辞职以及诉诸总监察长办公室和国会相关委员会等方

式，对白宫的指令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抵制。 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则通过决策

的集权化和人事的政治化，试图对官僚体系施加更强有力的控制。 白宫和

官僚体系的互动既体现了特朗普时期的民粹主义特色，也反映了美国宪政

结构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张力，还触及官僚体系的独立性和专业性与对其进

行政治控制之间关系的普遍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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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国家”对美国来说本来是个纯粹的外来词。 然而，随着美国 ２０１６ 年大选

的白热化以及特朗普入主白宫，“深层国家”迅速成为美国政治的一个热词。 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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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无论是否认同这个概念在美国语境下的适当性，似乎都无法避免对其进行回

应。 随着这个概念在美国的流行和相关争议的升温，国内媒体和学者也逐渐采用

“深层国家”的概念。① 然而，整体而言，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国内，对美国的“深层国

家”的讨论都缺乏学理性和系统性。② “深层国家”本身的指称含混、高度政治性甚至

阴谋论的色彩更加剧了对其进行严肃讨论的困难。 为了使学理性和系统性的梳理和

分析成为可能，必须对“深层国家”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更加具体明确的界定。 因此，
本文聚焦于在美国语境下，“深层国家”论者较有共识性的目标———美国的官僚体

系———作为主要分析对象，并在选取案例时以国家安全领域为主。 本文的基本观点

是，美国的官僚体系不存在一个有组织性、系统性的所谓“深层国家”，但是在特朗普

任内，白宫和官僚体系之间的张力的确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首先，鉴于“深层国家”概念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所受的关注度，厘清此概念

对于理解特朗普时期的美国政治至关重要。 其次，官僚体系被称作美国政府的“第
四分支”，也是“国家能力”的主要载体，因此系统梳理美国官僚体系与白宫互动的新

发展和新态势，有助于把握美国内外政策的走向，也有助于思考美国进行国内振兴和

大国竞争的方式和限度。 最后，相对于美国外交以及美国政府的传统“三权”，美国

的官僚体系在国内所受关注度较少，希望本文能够在促进国内对美国官僚体系研究

方面有些许助力。
本文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相关问题：“深层国家”作为一个概念如何进入美国及

其含义的变化；美国的所谓“官僚 ／行政国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以及美国庞大的官

僚体系里是否有可能存在一个“深层国家”；官僚体系制约白宫的动机和手段以及白

宫如何对官僚体系施加控制。 本文依据白宫、国会和官僚机构的公开材料、媒体的报

道和评论以及美国的政治学、公共管理和宪法法律学者的既有研究，尽可能全面客观

地讨论“深层国家”这个高度政治性的话题。

一　 “深层国家”概念在美国的演变

如下页图所示，在 ２０１６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前，“美国的深层国家”作为一个词组

是极少出现的。 “深层国家”一词最早源于土耳其，大致在 ２０ 世纪末 ２１ 世纪初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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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２１）。



流行。 但是在土耳其的语境下，其具体指称对象也不是很确切，大体指在军方、情报

部门、黑手党、商业精英里的一些在台面下发挥巨大政治影响力的“暗黑”势力。 土

耳其现任总统埃尔多安上台后，“深层国家”的概念似乎又被其用来广泛打击政敌。①

“深层国家”这一概念后来被一些学者用来描述其他国家的政治现象：泰国政府内部

企图通过国王和宪法法院抵制民选政府的政治势力；伊朗内部忠诚于最高领袖哈梅

内伊的强硬派势力；埃及革命后反对“穆斯林兄弟会”的官僚、军队和安全机构的势

力；巴基斯坦的军方势力和情报机构；等等。② 挪威学者奥拉·图安德 （Ｏｌａ Ｔｕ⁃
ｎａｎｄｅｒ）可能是少数最早把“深层国家”这个概念用到西方国家的学者。 他认为，在冷

战时期，美国主导下的西方国家的由军方和情报部门组成的“安全国家”网络刻意制

造暴力、升高民众恐惧，从而达到左右乃至主导政府政策的目的。 因此，西方国家其

实存在一个由“民主国家”和“深层国家”组成的双重结构。③

图　 美国国内对“美国的深层国家”的关注度变化

　 　 资料来源：谷歌趋势，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ｔｒｅｎｄｓ．ｇｏｏｇｌｅ．ｃｏｍ ／ ｔｒｅｎｄｓ ／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ｄａｔｅ ＝ ２００７－０１－０１％２０２０２１－０３
－３１＆ｇｅｏ＝ＵＳ＆ｑ＝％２Ｆｇ％２Ｆ１１ｂｘｊ８ｖ７９ｘ （２０２１．１０．３１．）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英语系荣休教授彼得·斯科特（Ｐｅｔｅｒ Ｄａｌｅ Ｓｃｏｔｔ）最早将

“深层国家”的概念集中用来讨论美国。 在其略显激进的论调中，斯科特批评了美国

自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到“９·１１”期间的秘密海外干涉及其背后由情报机关、石油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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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ｅｄｕ ／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 ｉｎ － ｅｇｙｐｔ － ｄｅｅｐ － ｓｔａｔｅ － ｖｓ －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 ，２０２１． １０． ３１； Ｅｌｉ
Ｌａｋｅ， “Ｅｎｅ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Ｎｅｗ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ｙ １９， ２０１１，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８８６２３ ／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ｉ－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ｏｓａｍａ－ｂｉｎ－ｌａｄｅｎ－ｃｉａ，２０２１．１０．３１．
Ｏｌａ Ｔｕｎａｎｄｅｒ，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ｖｓ． Ｄｅｅｐ Ｓｔａｔ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ｉｎ Ｅｒｉｃ Ｗｉｌｓｏｎ， ａｎｄ
Ｔｉｍ Ｌｉｎｄｓｅｙ （ｅｄ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ａｄｏｗｓ: Ｐａｒ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ｌｕｔｏ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ｐｐ．５６～７２．



乃至犯罪集团主导的“深层国家”。① 另外一位较早采用“深层国家”概念讨论美国

政治的是曾担任国会职员长达 ２８年的麦克·洛夫格林（Ｍｉｋｅ Ｌｏｆｇｒｅｎ）。 他批评由负

责国家安全的各个机构、华尔街以及硅谷形成的“深层国家”主导了美国的内外政

策，使根本性的政策调整几乎不可能。② 最后，塔夫茨大学的国际法教授麦克·格伦

农（Ｍｉｋｅ Ｇｌｅｎｎｏｎ）用一个类似“深层国家”的概念批评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机构———
“双重政府”（Ｄｏｕｂｌ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他认为，主要由军方、情报界、外交以及执法部分

组成的国家安全机构是发挥实际影响力的“杜鲁门式政府”，③并且不受台面上的总

统—国会—法院的“麦迪逊式政府”的节制。④ 斯科特、洛夫格林和格伦农都是严肃

认真的分析者，他们的讨论和批判指向了美国政治以往被关注较少的层面，有相当的

启发性。 另一方面，他们的一些观点缺少系统性论据的支持，显得有些夸大，能否支

撑起“深层国家”或者“双重政府”的论断也大可讨论。 在社会层面，这些针对美国

“深层国家”的讨论和批评在美国激起了一些涟漪，但是并没有引发大范围关注。 一

项针对电视节目的调查显示，２０１６年，“深层国家”仅被提到了 ６４ 次。 但是随着美国

大选的进行和特朗普的上台，情况开始发生巨大变化。 ２０１７ 年，“深层国家”在电视

节目上被提到 ２３００次，２０１８年则是 ５０００次。⑤

斯科特和洛夫格林有关“深层国家”的概念逐渐被右翼阴谋论者采用，后者时不

时会引用他们观点，斯科特本人还参与了极右翼人士亚历克斯·琼斯（Ａｌｅｘ Ｊｏｎｅｓ）的
几次广播节目。⑥ ２０１６年 ３月，琼斯建立的网站“信息战”（Ｉｎｆｏ Ｗａｒｓ）发表了一篇文

章，指出美国的“深层国家”是由华尔街的银行家、大公司以及军工复合体三部分组

成的“撒旦联盟”。⑦ 在特朗普赢得 ２０１６ 年大选后不久，班农（Ｓｔｅｖｅ Ｂａｎｎｏｎ）主导下

的布莱特巴特网站刊登了一篇笔名为“维吉尔”的作者发表的颇有影响的长文，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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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ｔｅｒ Ｄａｌｅ Ｓｃｏｔｔ，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ｔｏ ９ ／ １１: Ｗｅａｌｔｈ， Ｅｍｐｉ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Ｃ．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 斯科特表示，“深层国家”一词是其 ２００６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参加学术会议时第一

次从图安德那里听到。 Ｇｉｎｇｅｒａｓ， “Ｈｏｗ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Ｓｔａｔｅ Ｃａｍｅ ｔｏ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２０１９。
Ｍｉｋｅ Ｌｏｆｇｒｅｎ，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Ｆ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ａ Ｓｈａｄｏｗ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Ｖｉ⁃
ｋｉｎｇ， ２０１６） ．
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国家安全机构主要是在杜鲁门政府时期建立的，所以作者借用其名。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 Ｇｌｅｎｎ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ｏｕｂｌ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 ．
Ｇｒｅｇ Ｍｙｒｅ， ａｎｄ Ｒａｃｈｅｌ Ｔｒｅｉｓｍａｎ， “Ｔｈｅ Ｍａｎ Ｗｈｏ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Ｓｔａｔｅ’ Ｄｏｅｓｎ’ｔ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Ｗａｙ Ｉｔ’ｓ Ｕｓｅｄ，”
ＮＰＲ，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６， ２０１９，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ｐｒ．ｏｒｇ ／ ２０１９ ／ １１ ／ ０６ ／ ７７６８５２８４１ ／ ｔｈｅ－ｍａｎ－ｗｈｏ－ｐｏｐｕｌａｒ⁃
ｉｚｅｄ－ｔｈｅ－ｄｅｅｐ－ｓｔａｔｅ－ｄｏｅｓｎｔ－ｌｉｋｅ－ｔｈｅ－ｗａｙ－ｉｔｓ－ｕｓｅｄ，２０２１．１０．３１．
斯科特后来表示对于参与琼斯的广播节目感到后悔，并指出琼斯及其支持者也把“深层国家”这个词粗鄙

化了。 Ｄａｖｉｄ Ｒｏｈｄｅ， Ｉｎ Ｄｅｅｐ: Ｔｈｅ ＦＢＩ， ｔｈｅ Ｃ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ａｂｏｕ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Ｄｅｅｐ Ｓｔａｔ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Ｗ． Ｗ．
Ｎｏｒｔｏｎ， ２０２０）， ｐ．５．洛夫格林也不喜欢“深层国家”的概念被特朗普支持者使用的方式。 Ｇｒｅｇ Ｍｙｒｅ， ａｎｄ Ｒａ⁃
ｃｈｅｌ Ｔｒｅｉｓｍａｎ， “Ｔｈｅ Ｍａｎ Ｗｈｏ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Ｓｔａｔｅ’ Ｄｏｅｓｎ’ｔ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Ｗａｙ Ｉｔ’ｓ Ｕｓｅｄ，” ２０１９。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Ｂｕｒｒｉｓ， “Ｗｉｌｌ Ｔｒｕｍｐ Ｄｅｃｌａｒｅ Ｗａｒ Ｕｐ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Ｓｔａｔｅ？” ＩｎｆｏＷａｒｓ， Ｍａｒｃｈ １６， ２０１６，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ｎｆｏｗａｒｓ．ｃｏｍ ／ ｗｉｌｌ－ｔｒｕｍｐ－ｄｅｃｌａｒｅ－ｗａｒ－ｕｐｏｎ－ｔｈｅ－ｄｅｅｐ－ｓｔａｔｅ ／ ，２０２１．１０．３１．



美国的“深层国家”存在于整个联邦政府，甚至整个国家。 “它不仅包括职业官僚，也
包括为数不少的政府承包商、投机者以及其他的在名义上的私营部门的人。 它包括

民主党人，也包括共和党人。 对了，还有主流媒体以及那些夸夸其谈的精英们。”①

２０１７年 ６月 １６日，特朗普总统在转推福克斯电视台主持人肖恩·哈尼提（Ｓｅａｎ
Ｈａｎｎｉｔｙ）的推文中第一次公开使用了“深层国家”一词。 哈尼提的推文是为了预告其

即将开始的批评“深层国家”和主流媒体的电视节目。② “深层国家”也渐渐与“假新

闻”和“猎巫”成为特朗普最喜爱的三个政治名词。 特朗普在其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０ 日的

就职演说中说道：“今天我们并不是把权力从一个政府交给另一个政府，或者从一个

政党到另一个政党，而是把权力从华盛顿交还给人民。 长久以来，我们国家首都的一

小拨人攫取了政府的奖赏，而人民在承受代价。”③虽然特朗普没有直接使用“深层国

家”一词，但是似乎也在对其进行批判。 特朗普不仅在个人推特以及政治集会上持

续抨击所谓“深层国家”，在国外访问时也不错过机会。 ２０１７年 ４月，在访问波兰时，
他在谈论了恐怖主义和俄罗斯的威胁之后，把矛头指向了另一种对大西洋联盟的威

胁。 他说道：“这种危险对一些人来说不易看到，但是对波兰人来说却很熟悉：政府

官僚的不断侵蚀，榨取了人民的活力和财富。 西方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文书作业和

条条框框，而是因为人民可以自由地追求他们的梦想、决定自己的命运。”④２０２０ 年 ５
月，特朗普在接受著名媒体人阿金森（Ｓｈａｒｙｌ Ａｔｔｋｉｓｓｏｎ）采访时，继续指责 “深层国

家”试图扳倒一个合法民选总统，但是自己会继续与“深层国家”和华盛顿的“沼泽”
作战。⑤

共和党人也渐渐采用了“深层国家”的概念。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在国会民主党人因

为“乌克兰事件”试图弹劾特朗普的关口，众议院共和党人发布了一份有关该弹劾案

的报告，为特朗普的行为辩护。 报告宣称：“民主党人试图弹劾一个合法的民选总

统，但是他们却是基于一些不同意特朗普总统的政策倡议和进程的、未经选举的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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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Ｖｉｒｇｉｌ，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Ｓｔａｔｅ ｖｓ． 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 Ｂｒｅｉｔｂａｒ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２， ２０１６，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ｂｒｅｉｔｂａｒ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１２ ／ ｖｉｒｇｉｌ－ｔｈｅ－ｄｅｅｐ－ｓｔａｔｅ－ｖｓ－ｄｏｎａｌｄ－ｔｒｕｍｐ ／ ，２０２１．１０．３１．
Ｊｕｌｉａ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Ｔｒｕｍｐ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Ｈａｎｎｉｔｙ’ｓ ‘Ｄｅｅｐ Ｓｔａｔｅ’ Ｍｏｎｏｌｏｇｕｅ，” Ｔｈｅ Ｈｉｌｌ， Ｊｕｎｅ １６， ２０１７，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ｔｈｅｈｉｌｌ．ｃｏｍ ／ ｍｅｄｉａ ／ ３３８２４１－ｔｒｕｍｐ－ｓｈａｒｅｓ－ｈａｎｎｉｔｙ－ ｔｗｅｅｔ－ｏｎ－ｍｏｎｏｌｏｇｕｅ－ｃａｌｌｉｎｇ－ ｆｏｒ－ ｌｅａｋｅｒｓ－ ｔｏ－ｂｅ－
ｊａｉｌｅｄ，２０２１．１０．３１．
Ｄｏｎａｌｄ Ｊ． Ｔｒｕｍｐ， “ Ｉｎａｕｇｕｒａｌ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 ２０１７，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 ／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ｓ－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 ｔｈｅ－ｉｎａｕｇｕｒａｌ－ａｄｄｒｅｓｓ ／ ，２０２１．１０．３１．
Ｄｏｎａｌｄ Ｊ． Ｔｒｕｍｐ，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ｂｙ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Ｔｒｕｍｐ ｔｏ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ｆ Ｐｏｌａｎｄ，”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Ｊｕｌｙ ６， ２０１７，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 ／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ｓ－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 ｒｅｍａｒｋｓ－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ｔｒｕｍｐ－ｐｅｏｐｌｅ－ｐｏｌａｎｄ ／ ，２０２１．１０．３１．这
里特朗普说波兰人民应该很熟悉这种威胁，应该指的是冷战期间波兰共产主义政权的历史。 但这与“深层

国家”明显不是一回事。
“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Ｆｕｌ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Ｍａｙ ２４， ２０２０，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ｆｕｌ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ｎｅｗｓ ／ ｎｅｗｓ ／ ｆｕｌｌ－
ｅｐｉｓｏｄｅｓ ／ ｆｕｌ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ａｙ－２４－２０２０－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２０２１．１０．３１．



的指控和假定。 他们试图弹劾特朗普总统，仅仅是因为一些未经选举的官僚对于一

个民选总统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电话感到不安。 他们试图弹劾特朗普总统，仅
仅是因为一些未经选举的官僚对于一个民选总统的非官方途径的外交方式感到不

悦。”①众议院共和党人把矛头对准了一些职业官僚，并一再强调“民选”总统和“未
经选举”的官僚之间的对比。

与此同时，特朗普的一些支持者也纷纷著书立说，大肆抨击所谓“深层国家”。
这些人包括曾任“信息战”网站华盛顿分社社长的杰罗姆·科西（Ｊｅｒｏｍｅ Ｃｏｒｓｉ），曾担

任共和党众议员、众议院监督和政府改革委员会主席的贾森·查夫费茨（Ｊａｓｏｎ Ｃｈａｆ⁃
ｆｅｔｚ），右翼网站记者卢克·罗西亚克（Ｌｕｋｅ Ｒｏｓｉａｋ），特朗普 ２０１６ 年大选时期的竞选

顾问乔治·帕帕佐普洛斯（Ｇｅｏｒｇｅ Ｐａｐａｄｏｐｏｕｌｏｓ）等。② 这些书都具有鲜明的政治色

彩、夸大其词的描述以及似是而非的虚假信息，并且掺杂着一些耸动的阴谋论。 比如

科西在书中说，如果“深层国家”没有能够通过弹劾把特朗普赶下台，那么它们的最

后一招可能是中央情报局的暗杀行动。 除非特朗普放弃其“美国优先”的目标，否则

“深层国家”中的全球主义者已经下定决心要以任何形式除掉他。③

无论如何，在特朗普当选和上台前后，“深层国家”作为一个外来概念迅速在美

国政治话语中占据了显著地位，并且大大影响了美国民众的认知。 蒙默思大学

（Ｍｏｎｍｏｕｔ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８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７４％的被调查者认为一定或可

能存在“一些未经选举的政府官员和军人秘密地左右乃至掌控国家政策”。④ 与此同

时，对“深层国家”的理解也呈现出明显的党派色彩。 根据 ２０１９ 年的另一项民意调

查，在听说过“深层国家”一词的共和党人中，有 ８３％的人认为“深层国家”企图推翻

特朗普总统，而这一数字在听说过该词的民主党人中，仅为 １０％。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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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ｓ’ Ｉｍｐｅａｃｈｍｅｎｔ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 ２０１９，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ｓ－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 ／ ｕｐｌｏａｄｅｄｆｉｌｅｓ ／ ２０１９－１２－０２－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ｓ－ｉｍｐｅａｃｈｍｅｎｔ－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ｏｆ－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ｓ．ｐｄｆ， ｐ．ｉ，２０２１．１０．３１．
Ｊｅｒｏｍｅ Ｒ． Ｃｏｒｓｉ， Ｋｉ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Ｆｉｇｈｔ ｔｏ Ｓａｖ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Ｔｒｕｍｐ （Ｗｅｓｔ Ｐａｌｍ Ｂｅａｃｈ， Ｆ．Ｌ．： Ｈｕｍａｎｉｘ，
２０１８）； Ｊａｚｏｎ Ｃｈａｆｆｅｔｚ，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Ｓｔａｔｅ: Ｈｏｗ ａｎ Ａｒｍｙ ｏｆ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Ｂａｒａｃｋ Ｏｂａｍａ ａｎｄ Ｉ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ｔｏ
Ｄｅｓｔｒｏｙ ｔｈｅ Ｔｒｕｍｐ Ａｇｅｎｄ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２０１８）； Ｌｕｋｅ Ｒｏｓｉａｋ，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Ｈｏｗ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Ｓｔａｔｅ
Ｒｉｓｋ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Ｒｅｇｎｅｒｙ， ２０１９）； Ｇｅｏｒｇｅ Ｐａｐａｄｏｐｏｕｌｏｓ，
Ｄｅｅｐ Ｓｔａｔ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Ｈｏｗ Ｉ Ｇｏｔ Ｃａｕｇｈ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ｈａｉ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ｏｔ ｔｏ Ｂｒ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Ｔｒｕｍｐ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Ｄｉ⁃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２０１９） ．
Ｃｏｒｓｉ， Ｋｉ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Ｆｉｇｈｔ ｔｏ Ｓａｖ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Ｔｒｕｍｐ， ２０１８．
“Ｐｕｂｌｉｃ Ｔｒｏｕｂｌｅｄ ｂｙ ‘Ｄｅｅｐ Ｓｔａｔｅ’，” Ｍｏｎｍｏｕｔ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ａｒｃｈ １９， ２０１８，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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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简要回顾可以发现，“深层国家”在进入美国政治语境之后，尚未得到

认真严肃地讨论，便随着 ２０１６年的大选和特朗普的上台而迅速被政治色彩和阴谋论

所笼罩。 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倾向于把不在自己阵营中的对手都贴上“深层国家”的
标签，试图借此凸显对方缺乏合法性，以便于对其进行政治上的打击。 总之，“深层

国家”所蕴含的阴谋论色彩和政治性，及其高度含混的内涵和外延，都给系统、客观

的研究带来了困难。 本文的研究聚焦于美国的职业官僚体系，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

尽管有关讨论对“深层国家”的定义不一而足，但是绝大部分都涉及了美国的职业官

僚体系，很多时候特朗普及其支持者还直截了当地把矛头对准他们口中的职业官僚；
二是只有把研究对象限缩在一定范围内，有针对性的研究才有可行性。

二　 美国“官僚 ／行政国家”的产生与发展

也许是因为在 １７８７年制宪会议上的美国建国之父们关心的重点在于如何分权

制衡以及建立联邦制，《美国宪法》几乎没有提到官僚制度的建立和运行。① 美国成

立初期的历史常被称作“无国家” （ｓｔａｔｅｌｅｓｓ）时代，因为当时的美国联邦政府功能有

限、规模很小，普通民众可能甚至感受不到“国家”的存在。 在托马斯·杰斐逊就任

美国第三任总统的时候，在首都华盛顿工作的全体联邦政府人员只有 １５３ 人。 这个

数字在之后的 ３０年里也仅仅增长了一倍。② 当时担任联邦政府官员的主要是有名

望、有地位、有财富的“绅士阶层”，而相关专业和经验并不是担任联邦官员的主要考

量标准。 一般情况下，联邦官员的任期较长，不会随着选举和政府的更迭而终结，③

有些时候甚至出现了子承父业的情况。④

平民出身的安德鲁·杰克逊总统（１８２９ ～ １８３７ 年担任美国总统）带来了普选权

扩大的美国大众民主的新时期，同时也给美国的官僚体系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即所

谓分肥制（ｓｐｏｉｌｓ ｓｙｓｔｅｍ）或者恩庇制（ｐａｔｒｏｎ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其基本逻辑如下：政党支持

者积极为本党进行竞选和筹款，而政府职位则被作为酬劳回报支持者。 杰克逊在其

首度国情咨文中直白地说道，政府公职所须承担的责任都十分简单明了，任何有识之

·８７· 美国研究

①

②

③
④

美国宪法提到了总统可以提名并经参议院通过，得以任命各部主要官员（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ｒｓ）。 对于次级官员

（ ｉｎｆｅｒｉｏｒ ｏｆｆｉｃｅｒｓ），国会可以决定如何任命。
Ｂｒｉａｎ Ｂａｌｏｇｈ， Ａ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ｕｔ ｏｆ Ｓ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Ｍｙｓｔｅｒｙ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ｉｎ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ｐ．１１２．
部分原因也是从 １８００年到 １８２９年，民主共和党长期占据总统职位。
Ｄａｖｉｄ Ｅ． Ｌｅｗｉ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Ａｐｐｏｉｎｔｍｅｎｔ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Ｐｒｉｎｃｅ⁃
ｔｏｎ， Ｎ．Ｊ．：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ｐｐ．１２～１３．



士都能胜任；而政府职位任期过长之失，要大于经验增加之得。① 杰克逊并非完全言

之无据———此时大部分政府事务的专业化程度的确不高。 另一方面，全国性政党体

系的发展以及竞选活动激烈程度的上升也催生了分肥制 ／恩庇制。
经过了内战和重建的美国进入了快速工业化的“镀金时代”和“进步时代”，而分

肥制 ／恩庇制为主导的官僚体系显得越来越难以为继。 一方面，快速工业化所带来的

全国性市场的形成、社会矛盾的增加、垄断的产生以及海外参与的扩展（美西战争和

第一次世界大战）都呼唤发挥更大作用的联邦政府以及更具专业化和稳定性的官僚

体系；另一方面，分肥制 ／恩庇制导致了官僚体系的严重腐败和低效无能。 在这种情

况下，要求改革分肥制 ／恩庇制、建立考绩制（ｍｅｒｉｔ⁃ｂａｓｅｄ）的官僚制度的呼声在政府

内外都越来越高。 以伍德罗·威尔逊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为建立考绩制的官僚制度提

供了智力支持。 威尔逊强调“政治”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和“行政”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是两个不同

的领域，并大声疾呼美国亟须建立像德国、法国那样的“公正”“科学”的行政管理体

系。② １８８１年，就任不久的詹姆斯·加菲尔德（Ｊａｍｅｓ Ｇａｒｆｉｅｌｄ）总统被一个寻求政府

职位而不得的人暗杀，给了改革最后的助力。 １８８３ 年的《彭德尔顿法》 （Ｐｅｎｄｌｅｔｏｎ
Ａｃｔ）标志着美国开始正式建立以考绩制为基础的官僚制度。 然而，《彭德尔顿法》仅
仅是美国建立现代官僚制度的开始，最初也仅有 １１％的政府职位采用了考绩制。③

这个数字在 １９世纪末达到了 ５０％，而在 １９３２ 年有接近 ８０％的联邦政府职位采用了

考绩制。 与此同时，１９世纪末，不得以党派政治原因解除职业官僚职务的原则得以

确立。 １９１２年，职业官僚获得了建立工会的权利。 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国会建立了标准

化的工资和退休制度。 １９３９ 年的《哈奇法》 （Ｈａｔｃｈ Ａｃｔ）禁止职业官僚参与政治

活动。
美国官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与欧陆国家最大的不同在于，美国大众民主的实现

先于现代官僚制度的建立。 在某种程度上，现代官僚制度在美国的建立并不是对既

有制度的修修补补，而是对旧制度至少是部分的革命。④ 大众民主和现代官僚制度

之间的张力也使得美国官僚制度的建立过程呈现出缓慢、反复、新旧制度并存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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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美国学者詹姆斯·威尔逊精辟地总结道，美国的官僚体系既没有韦伯所设想的

那样“理性”和“可预测”，但也没有韦伯所担心的那样有“支配性”和“机械性”。①

除了逐渐建立以考绩制为主的制度，美国官僚制度变迁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其

机构和人员的扩张乃至膨胀。 ２０ 世纪 ３０、４０ 年代，在“大萧条”“罗斯福新政”和第

二次世界大战的大背景下，美国联邦政府的官僚机构迅速扩张。 政府文职人员对应

美国人口的比例从 １９３３年的 １ ∶ ２８０上升到 １９５３年的 １ ∶ ８０。② 到了 ６０、７０年代，政
府在医保、劳工、环保、消费者权益等议题领域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大，再度带来了官

僚体系的扩张。 时至今日，根据美国人事管理局的统计，联邦政府的文职雇员达到了

２００万人。 如果加上现役军人、邮政系统以及非长期雇员，这个数字可以达到 ９００
万。③ 如此庞大而复杂的官僚体系有时甚至被称作美国政府的“第四分支”。④

美国的“官僚 ／行政国家”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饱受争议。 一方面，一个良好

运转的官僚体系是“国家能力”的重要体现，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否充分有效地利用自

己的资源达到目标。⑤ 其次，“官僚 ／行政国家”对日益扩大的总统权力形成了另一种

形式的制约，是对国会和法院有时对白宫扩权制衡不足的一种有益补充。⑥ 另一方

面，美国的官僚体系在工作效率、政策效果以及问责制等方面也遭受了不少批评。 最

激烈的批评来自一些保守派的法学家。 他们认为，“官僚 ／行政国家”从本质上说违

背了制宪者的初衷和美国宪法的精神，因为庞大的官僚体系的触角已经深入到公民

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违背了有限政府的原则；官僚机构经常在自身所涉议题

领域集事实上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于一身，违背了分权原则、“单一行政官” （ｕｎｉｔａ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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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 ｔｈｅ － ｒｉｓｅ － ｏｆ － ｔｈｅ － ｆｏｕｒｔｈ － ｂｒａｎｃｈ － ｏｆ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２０１３ ／ ０５ ／ ２４ ／
ｃ７ｆａａａｄ０－ｃ２ｅｄ－１１ｅ２－９ｆｅ２－６ｅｅ５２ｄ０ｅｂ７ｃ１＿ｓｔｏｒｙ．ｈｔｍｌ，２０２１．１０．３１．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ｃａ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
ｍｏｃｒａｃ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ａｒｒａｒ， Ｓｔｒａｕｓ ａｎｄ Ｇｉｒｏｕｘ， ２０１４），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３； Ｆａｒｅｅｄ Ｚａｋａｒｉａ， Ｆｒｏｍ Ｗｅａｌｔｈ ｔｏ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Ｕｎｕｓｕ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Ｗｏｒｌｄ Ｒｏｌｅ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Ｎ．Ｊ．：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８） ．
Ｊｏｎ 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ｓ， “Ａｎ Ｅｎｄｕｒｉｎｇ，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ｗｅｒｓ，”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１１５， Ｎｏ．３ （２０１５），
ｐｐ．５１５～５９７； Ｎｅａｌ Ｋｕｍａｒ Ｋａｔｙａｌ，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ｗｅｒｓ： 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Ｔｏｄａｙ’ｓ Ｍｏｓｔ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Ｂｒａｎｃｈ ｆｒｏｍ
Ｗｉｔｈｉｎ，” Ｙａｌｅ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１１５， Ｎｏ． ９ （２００６）， ｐｐ．２３１４～２３４９．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原则、国会立法权不委任（ｎｏｎ⁃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原则以及司法独立原则。①

美国的“国家安全机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ａｔｅ）是美国“国家能力”（ｓｔａｔｅ ｃａｐａｃｉ⁃
ｔｙ）成长的表现，也是其整个官僚体系的一部分。 作为冷战的产物和遗产，这个“国家

安全机构”主要包括军方、情报、外交、执法等部门。② 作为广义上的美国官僚体系的

一部分，同时又有自己独特之处的“国家安全机构”也遭受了不少批评，包括上文提

到的将“国家安全机构”看作“深层国家”之一部分的斯科特和洛夫格林。 事实上，
“国家安全机构”遭遇的批评从冷战中到冷战后从未间断。 艾森豪威尔总统较早就

对“军工复合体”的影响提出过警告。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美国情报机构爆发丑闻，包括

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以及国家安全局在内的美国情报机构对美国公民自由的令

人瞠目的长期侵犯终于全面暴露在公众面前。 “９·１１”恐怖袭击之后，美国政府的

秘密监听、非法虐囚、军事监狱等以及迅速膨胀的反恐机构和人员再度使“国家安全

机构”遭受大量抨击。③

大体而言，对美国“官僚 ／行政国家”的批评更多来自担心“大政府”的保守派，而
对“国家安全机构”的批评更多来自更关注公民权利、个人自由和隐私的自由派。 特

朗普及其支持者的言论中杂糅了这些在美国内部久已存在的声音，同时扩大打击面

将其对手都囊括其中，并辅之以阴谋论的论调，利用“深层国家”的标签进行政治攻

击。

三　 官僚体系＝“深层国家”？

尽管“深层国家”的论调把职业官僚作为一个整体与民选总统对立起来，然而事

实却复杂得多，远非简单的总统—官僚的两分法可以概括。 美国的官僚机构大致可

以分为三类：总统行政办公室（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１５ 个内阁各部以及

６０个左右的“独立”机构。 总统行政办公室在 １９３９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时期正

式设立。 整体而言，总统行政办公室的政治任命官员较多，大部分职位不需要参议院

·１８·美国的“深层国家”：现实与迷思

①

②

③

Ｇａｒｙ Ｌａｗｓ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１０７， Ｎｏ． ６ （１９９４），
ｐｐ．１２３１～１２５４；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Ａ． Ｅｐｓｔｅｉｎ， “Ｗｈｙ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ｓ 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Ｌｉｂｅｒｔｙ， Ｖｏｌ． ３， Ｎｏ． ３ （２００８）， ｐｐ．４９１～５１５．
Ｅｒｎｅｓｔ Ｒ． Ｍａｙ， “Ｔｈｅ Ｕ．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 Ｌｅｇ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Ｖｏｌ． １６， Ｎｏ． ２ （１９９２），
ｐｐ．２６９～２７７；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 Ｈｏｇａｎ， Ａ Ｃｒｏｓｓ ｏｆ Ｉｒｏｎ: Ｈａｒｒｙ Ｓ． Ｔｒｕｍ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ａｔｅ，
１９４５～１９５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８）。 中国学者牛可把“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ａｔｅ”翻译为

“国家安全国家”。 牛可：《美国“国家安全国家”的创生》，载《史学月刊》，２０１０年第 １期，第 ６３～９０页。
根据《华盛顿邮报》记者的统计，共有 １０７４个联邦政府的组织以及将近 ２０００ 个私人公司参与到与反恐、国
土安全和情报等有关的项目当中。 Ｄａｎａ Ｐｒｉｅｓｔ，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 Ａｒｋｉｎ， Ｔｏｐ Ｓｅｃｒｅ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ａｔ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Ｌｉｔｔｌｅ， Ｂｒｏｗｎ ａｎｄ Ｃｏ．， ２０１１）， ｐ．８６。



投票通过，没有其他行政机构需要考虑的人员的党派平衡或者固定任期，同时总统有

较大权力对其组织方式进行调整，因此总统行政办公室相对于总统的独立性是最低

的。 目前为止的 １５个内阁各部在建立时间、目标使命、组织结构、规模大小以及政治

任命官员的数量等方面的差异不小，但是整体而言，其相对于总统的独立性要大于总

统行政办公室。 “独立”机构的相对独立性是最高的，因为其中很多机构的领导层是

多个成员组成的委员会，委员会的构成需要党派平衡，有固定任期且总统无权无故解

除职务。① 因此位于不同行政机构的职业官僚，其面临的工作环境和政治氛围自然

会有诸多差异。
首先，不同的行政机构之间的意识形态倾向也有所不同。 美国学者大卫·刘易

斯等人通过调查问卷，衡量了行政机构官员自身对各行政机构的意识形态倾向的评

估。 整体而言，与国防、情报和执法相关的行政机构被认为是最倾向保守主义的，而
与社会福利、对外援助以及公民权利相关的机构被认为是最倾向自由主义的。 但有

趣的是，即使是在同一个行政机构，其内部不同的部门也有可能有着迥异的意识形态

倾向。 比如，在整个光谱上，美国国务院倾向自由主义，而国土安全部比较保守。 但

是国务院的外交安全局被认为比国土安全部的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还要保守。②

总之，尽管不同的行政机构也许存在着一些意识形态倾向，但是很难笼统地说整个行

政官僚体系有鲜明一致的意识形态色彩。 其次，职业官僚的构成在性别和种族方面

也很多元。 根据最近的统计，联邦政府的文职人员中有 ４２％的女性，３７％的非白人少

数族裔。 相较而言，２０１７年的美国国会仅有 ２０．５％的女性以及 ２２％的非白人少数族

裔。 最后，尽管大多数人在谈论到美国的官僚机构的时候，想到的是华盛顿，但事实

上在非邮政系统的文职人员中，在华盛顿以外的地方工作的接近 ８５％，在倾向于共

和党的“红州”工作的接近一半。③

从职业官僚个体来说，他们分布在整个官僚体系等级制的各个位置。 一般认为，
在一个官僚机构里，政治任命官员（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ｏｉｎｔｅｅｓ）处于决策地位，而职业官僚

（ｃａｒｅｅｒ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ｓ）主要负责执行，但是职业官僚也可能升迁到相当高阶的位置。 在

美国的整个官僚体系中，最高阶的职位是“总统任命并需参议院通过”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２８· 美国研究

①

②

③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Ｌ． Ｓｔｅｌｉｎ，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Ｅ． Ｌｅｗｉｓ， “ Ｓｏｕｒｃｅ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８，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ｃｕｓ．ｇｏｖ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 ｓｏｕｒｃｅｂｏｏｋ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ａｇｅｎｃｉｅｓ－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２１．１０．３１．有固定任期并不能保证不会被总统无故解除

职务，比如 ２０１７年特朗普总统解除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的职务。 但是无故解除有固定任期的官员的职务

也有一定的政治成本。
Ｍａｒｋ 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Ｊｏｓｈｕａ Ｄ． Ｃｌｉｎｔｏｎ，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Ｅ． Ｌｅｗｉｓ， “Ｅｌｉｔ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ｇｅｎｃｙ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Ｗｏｒｋ⁃
ｆｏｒｃｅ Ｓｋｉｌ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 ８０， Ｎｏ． １ （２０１７）， ｐｐ．３０３～３０８．
Ｊｏｎ 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ｓ，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ｅｅｐ Ｓｔａｔｅ，” Ｎｏｔｒｅ Ｄａｍｅ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９３， Ｎｏ． ４ （２０１８）， ｐｐ．１６６０～１６６１．



Ａｐｐｏｉｎｔ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Ｓｅｎａｔｅ 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ＡＳ）的职位，大约 １２３０ 个。 再接下来的是“资
深行政岗位”（Ｓｅｎｉｏｒ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ＥＳ），大约有 ７８００ 个。 首先，根据美国法律

规定，在所有的“资深行政岗位”中，政治任命的比例不能超过 １０％。 也就是说，大量

的职业官僚占据了在位阶上仅次于 ＰＡＳ岗位的重要位置。 其次，政治任命官员和职

业官僚之间的屏障也不是绝对的。 一方面，一些资深的职业官僚有机会成为政治任

命官员，比如美国国务院的职业外交官被总统任命为驻外大使或者其他需要政治任

命的外交岗位；另一方面，在政府换届前夕，离任总统也常把一些其任期内的政治任

命官员匆匆转为职业官僚，从而保证他们不用随着新政府的上台而离开。 这种行为

被称作“挖洞”（ｂｕｒｒｏｗｉｎｇ）。① 最后，政治任命官员和职业官僚的分野也常常被机构

和组织自身的立场和利益所弥合。 换句话说，一个机构的政治任命官员时常会发现，
自己与本机构的职业官僚比与其他机构的同一级别的政治任命官员，有着更多的共

同看法。
从横向对比来看，美国官僚机构的政治化程度其实是相对比较高的。 换句话说，

美国民选官员，如总统，对官僚机构的控制程度是相对较高的。 比如，一个新任美国

总统可以任命 ３０００个左右的政府职位，而英国首相只会任命几百个。 一般情况下英

国首相只会任命一个议员担任某部大臣，而这个部门的其他职位几乎都是职业官僚。
相对而言，美国的政治任命官员则占据着部门中众多的中高层岗位。② 其次，美国的

官僚体系也不像其他西方国家那样封闭，也就是说，官僚体系之外的政治和社会力量

可以利用各种途径去试图对其施加影响。 如美国学者詹姆斯·威尔逊所言，美国的

官僚体系有着其他发达国家所不具有的自相矛盾的特质。 一方面，这个体系有着非

常多的“规则”。 如果在其他地方，这些条条框框一定意味着一个“脱离”人民、只关

心自身“权力和特权”的官僚体系。 但是，另一方面，这个体系又有着高度的“参与”：
公民、企业、社区、国会、媒体以及律师等都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各显神通。 这种

情况在其他地方一定意味着这个官僚体系根本无法称之为“体系”，而是一个漏洞百

出的“玩意儿”，并且效率低下，腐败滋生。③ 这种“规则”和“参与”并存的“自相矛

盾”的特质，主要还是因为如前所述的现代官僚制度与美国的大众民主和分权制衡

的根本制度之间的张力。 与此同时，美国官僚体系的这种参与性和开放性似乎也可

以表明，如果存在“深层国家”的话，那么它更有可能存在于官僚体系相对封闭的其

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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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来看，美国的总统和职业官僚之间的龃龉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以下几则历史

片段就反映了总统对于官僚机构的愤懑和无奈之情。 杜鲁门总统卸任前夕曾经提到

过，艾森豪威尔如果入主白宫，会发现他发号施令之后，什么都不会发生，这非常令人

沮丧。① 肯尼迪总统曾不无讽刺地对人说道：“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不知道政府

同不同意。”尼克松总统不无夸张地抱怨道：“在这个官僚体系里没有什么纪律！ 我

们从来不解聘任何人！ 我们从来不惩戒任何人！ 我们从来不把任何人降职！”②福特

总统在离开白宫之后不久的一次采访中表示，总统应该对官僚机构的人事任免有更

大的灵活性，因为“美国的选民选举一个总统是因为他说过的话、他的承诺或者他的

哲学，但是如果他无法触及一个机构的深处，他在顶层的决定很少能在基层得到充分

的贯彻执行。”③整体而言，总统对于官僚机构的不信任感会在两种情况下最为显著：
一种情况是该总统上台时，另一个政党已经执政了相当长的时间，比如艾森豪威尔总

统和尼克松总统。 这个时候，新任总统很容易认为官僚机构与前任总统的政策之间

的联结过深。 第二种情况是新任总统计划推动重大变革，比如说富兰克林·罗斯福

总统的“新政”举措和里根总统的保守主义议程。 这个时候，新任总统会觉得官僚机

构既有的惯性和惰性不利于推动崭新的政策倡议。④

在国家安全领域，格雷厄姆·艾利森和菲利普·泽利科的名著《决策的本质》早
已开始讨论总统与国家安全领域的官僚机构之间的博弈。⑤ 无论是由于标准作业流

程还是部门利益，官僚机构都对总统的决策和执行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制约。 正如一

位学者所言：“没有哪一位现代总统对国家安全政策方面的制度资源感到完全满意。
不管是搜集信息、分析和拟定政策选择，还是执行具体方案，国家安全机构似乎都让

总统的沮丧感大于满意度。”⑥最近的一个例子则是奥巴马政府在其八年任期内无法

成功关闭关塔那摩的美军军事监狱。 奥巴马总统甫一上任，即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２ 日

签署行政命令，要求于一年之内关闭关塔那摩的军事监狱。 虽然被关押在关塔那摩

监狱的犯人总数从 ２００９年 １月时的 ２４２名下降到了 ２０１７年 １ 月时的 ４１ 名，然而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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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其两任任期结束，奥巴马总统却始终无法像其八年前希望和承诺的那样，彻底关闭

该监狱。 这其中的原因固然有国会的阻挠和民意的变化，但是五角大楼以及司法部

官僚的三心二意和惯性思维也起到了不小的阻碍作用。①

综上所述，美国政府的职业官僚的多元化程度事实上很高：他们不仅分布在政治

环境有所不同的总统行政办公室、内阁各部以及各 ６０ 个左右的“独立”机构，同时不

同的行政机构之间的意识形态倾向性也有差别。 其次，在政府机构内，政治任命官员

和职业官僚之间的分野也不是绝对的：他们之间不仅存在着身份转换的渠道，并且同

一机构的政治任命官员和职业官僚之间的分野也时常被共同的组织利益和机构立场

所弥合。 横向对比来看，美国的民选官员对官僚机构的控制以及社会力量对官僚机

构的影响都要大于其他发达国家；纵向对比来看，美国总统与职业官僚之间的紧张关

系在历史上也时有发生。 因此，如果说在 ２０１７ 年初特朗普总统就任时，美国存在一

个有系统性和组织性、主要由职业官僚组成的针对民选总统的“深层国家”，基本上

属于无稽之谈。 另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总统与职业官僚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

不值得研究，这种关系也的确在特朗普总统任内发生了一些变化。

四　 职业官僚自下而上对白宫的抵制

职业官僚固然是政策执行者的角色，但是他们的负责对象却不仅仅是上级官员

和行政首脑，还有宪法法律和专业规范。 另一方面，较高程度的职业安全也是他们在

某些情况下抵制上级指令的基本保障。 事实上，美国还有若干法律明确鼓励和保护

行政机构中的职业官僚直接向国会“举报”（ｗｈｉｓｔｌｅｂｌｏｗｉｎｇ）该机构中的违法现象，包
括在较为敏感的国家安全领域。② 因此，职业官僚的确有一定程度的动机和保障去

抵制上层，包括白宫的某些政策。 具体而言，职业官僚可能基于宪法法律、专业规范

以及政策分歧三个原因展现出自身的独立性。 首先，美国的职业官僚在就职之时，需
要宣誓忠于并捍卫宪法，相关法律也保护职业官僚拒绝执行非法命令的权利。③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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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２０１７年 １月，特朗普总统颁布“禁穆令”的行政命令时，当时的代理司法部长萨

莉·耶兹（Ｓａｌｌｙ Ｙａｔｅｓ）认为该行政命令违法而拒绝执行。 尽管耶兹当时已属政治任

命官员，但是她是在司法部工作了 ２０多年的职业检察官，并且她的决定也得到了司

法部内众多职业官僚的支持。① 当然，在很多时候，一项政策或者指令是否违法存在

着模糊空间。 在这种情况下，总统就可能采用有利于自己立场的法律解释，而白宫法

律顾问办公室（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Ｃｏｕｎｓｅｌ’ｓ Ｏｆｆｉｃｅ） 以及司法部的法律顾问办公室（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Ｃｏｕｎｓｅｌ）也常常在法律问题上为总统的立场提供辩护。②

其次，专业规范也有可能是职业官僚抵制上级指令的原因。 事实上，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前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美国的专业人士和团体由于担心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

性遭到侵蚀，而对加入联邦政府的官僚体系疑虑重重。 二战和冷战极大地推动了专

业人士和官僚体系的合作与结合，大量专业人士进入联邦政府。③ 成为职业官僚的

专业人士对于专业规范和标准的看重往往甚于政治上的考虑，这不仅是出于对专业

主义的坚持，也是因为专业主义是制定良好公共政策的基础。 比如，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
日，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提到飓风“多里安”会影响到亚拉巴马州的时候，美国国家

气象局的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分局直接在推特上驳斥特朗普的说法。 这场争议及其后

续发展也引起了国家气象局的上级机构———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内部不少专

业人士的不满。④

再次，职业官僚也有可能基于政策分歧而抵制上级指令。 相对于前两者，出于政

见不同而进行的抵制显然缺乏合法性，因为职业官僚是需要向民选官员负责的政策

执行者。 一项抵制行为到底是出于法律考量，还是出于政见不同，也常存在争议。 比

如，上文提到的代理司法部长萨莉·耶兹拒绝执行“禁穆令”的案例，特朗普总统的

支持者认为耶兹的立场是基于其不同的政策主张而非宪法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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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位美国学者指出还存在一种“中立性摩擦”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的状况，亦
即在官僚组织中推行任何的政策变革都会遇到的一种自然产生的迟滞状况。① 这一

方面是因为改变现状永远比维持现状困难，尤其是让一个复杂的官僚机构改换既有

方向。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职业官僚的工作惯性。 来自决策层的笼统的政策立场在转

化为具体的操作指针并且经由职业官僚的上级直接传达之前，职业官僚往往依然循

旧规而行。
由上所述，职业官僚可能出于法律、专业和政策等不同的原因抵制上级指令，而

他们抵制的具体方式也有多种。 有学者对赫希曼在《退出、声音和忠诚》一书中的著

名的分析框架稍加修正，指出职业官僚的应对方式可以分为退出 （ ｅｘｉｔ）、发声

（ｖｏｉｃｅ）、忠诚（ｌｏｙａｌｔｙ）和忽略（ｎｅｇｌｅｃｔ）。② 另外，也有学者把职业官僚的行为分为三

大类：工作（ｗｏｒｋｉｎｇ）、逃避（ｓｈｉｒｋｉｎｇ）和破坏（ｓａｂｏｔａｇｅ）。 顾名思义，工作就是努力实

现上级指定的政策目标；逃避既有可能是因为懒惰，也有可能是出自政治目的；破坏

则是投入时间和精力削弱上级指定的政策目标。③ 在某种程度上，逃避是被动抵制，
而破坏则是主动抵制。

更具体而言，职业官僚的抵制行为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职业官僚个人可以

完成的，包括拖延（ｆｏｏｔ⁃ｄｒａｇｇｉｎｇ）、在内部讨论中表达异议、故意泄密（ ｌｅａｋｉｎｇ）、辞职。
第二类则需要行政部门内外的其他机构的支持和配合，比如诉诸监察长办公室（ ｉｎ⁃
ｓｐｅｃｔｏｒ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国会相关委员会或者法院。④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以来，美国的联

邦政府机构内基本上都设置有监察长办公室，它们可以通过审计、调查和评估等方式

打击政府内部的浪费、欺诈和权力滥用。 大部分监察长都是由总统提名并经参议院

同意通过，只能由总统而不是该机构领导解职，因此相对于该机构有一定独立性。⑤

除了监察长办公室，一些政府部门还有一些其他职业官僚可资利用的机构和机制，比
如说国土安全部的“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办公室”以及国务院内设的“异见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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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ｓｓｅｎｔ ｃｈａｎｎｅｌ）等。① 国会和相关委员会拥有授权、调查、预算、拨款、弹劾以及通过

提名等多种权力对行政部门进行监督，②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是职业官僚抵制

上级指令所能倚仗的力量。 当然，职业官僚也可以以最具有对抗性的方式向法院起

诉上级或者机构。 总体而言，职业官僚的抵制行为如果想要产生较为实质性的影响，
往往需要其他机构（监察长办公室、国会及其委员会、法院等）的支持。 事实上，即使

是职业官僚个人可以完成的行为，比如说辞职和泄密，也需要通过引发舆论和公众的

关注而产生实际影响。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无论采取何种抵制行为，职业官僚也面

临着被边缘化、调离岗位、降职解职乃至刑事诉讼的可能代价。 总之，职业官僚的抵

制行为见效不易，风险不低。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国家安全机构中，职业官僚的上述抵制行为屡见报端。 比

如，在特朗普政府最后时期，当国务卿蓬佩奥想要推行一些针对中国、也门和古巴的

激进举措时，国务院的职业外交官们试图进行拖延。③ 其次，辞职也成了不少美国职

业官僚的选项，而美国国务院在这方面是重灾区。④ 外交官的大量辞职也引发了两

党国会议员的关切。⑤

泄密的显著增加则可能是最为引人注目的抵制行为。 根据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

及政府事务委员会的共和党人所做的一项统计，从 ２０１７年 １月 ２０日至 ５ 月 ２５ 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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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６天内，与特朗普政府有关的国家安全方面的泄密达到了 １２５ 项，平均几乎每天一

次。 这个数字也是奥巴马政府和小布什政府在其各自政府初期的七倍。① 同时，泄
密内容的机密性和敏感度似乎也有上升。 比如，九位现任和卸任的情报和执法官员

曾向《华盛顿邮报》表明，作为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迈克尔·弗林（Ｍｉｃｈａｅｌ Ｆｌｙｎｎ）在
特朗普政府正式上台前的一次电话通话中，曾与俄罗斯驻美大使谈到了美国对俄制

裁问题。② 这次向媒体的“泄密”也直接导致了弗林的辞职。 一方面，有美国学者指

出，这样的“泄密”包含了针对外国的具体的情报搜集方式以及涉及美国公民通话的

具体内容，比较罕见。③ 但是，另一方面，这其中的泄密有多少是来自职业官僚，有多

少来自决策层和政治任命官员，可能很难有确切的判断。 事实上，由于接触的信息更

多，媒体的关注度更高，以及更容易逃避“泄密”后的惩罚，后者“泄密”的频度远高于

前者。④

与此同时，职业官僚也曾借助行政部门内外其他机构的支持和配合进行一定程

度的抵制。 例如，特朗普政府的“禁穆令”颁布之后，超过 １０００ 名的美国外交官通过

国务院的“异见频道”进行连署表达反对，⑤尽管这种反对并没有对该政策产生实质

性的影响。 国务院监察长办公室在 ２０１９年进行了两项调查，一项针对国务院的国际

组织事务局，另一项针对国务卿办公室。 调查结果显示，这两个机构的政治任命官员

针对职业官僚的管理方式和人事安排都存在一定的问题。⑥ 在所谓“通乌门”的丑闻

发酵过程中，情报部门的总监察长决定把白宫内部“吹哨人”对特朗普总统不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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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举报告知国会，这对整个事件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① 在“通俄门”和“通乌

门”两桩丑闻中，国会的情报委员会、司法委员会、外事委员会等的角色都至关重要。
以下以“通俄门”和“通乌门”中职业官僚与政治任命官员、总统以及国会之间的

复杂互动为例，分析职业官僚抵制行为的影响及其限度。 “通俄门”的调查始自联邦

调查局在 ２０１６年 ７月底发起的“交叉火力－飓风”（Ｃｒｏｓｓｆｉｒｅ 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行动，到 ２０１７
年 ５月由美国司法部任命的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Ｒｏｂｅｒｔ Ｍｕｅｌｌｅｒ）接手，并于

２０１９年 ３月完成了近两年的调查。 穆勒调查报告最终起诉了 ３４ 人和 ３ 个组织，其
主要结论包括：一方面，俄罗斯通过散布虚假信息以及网络入侵“广泛而系统”地干

预了 ２０１６年的美国大选，并且特朗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方面有为数不少的接触；另
一方面，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特朗普团队与俄罗斯存在所谓“共谋”（ｃｏｌｌｕｓｉｏｎ）；对于

特朗普总统是否“妨碍司法”，穆勒报告则既不肯定，亦不否定。② 特朗普对此宣称报

告证明自己完全清白，而在其亲信威廉·巴尔（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ａｒｒ）领导下的司法部也将调

查报告进行了极为有利于特朗普的解释。③

纵观“通俄门”的调查过程，情报和执法部门的职业官僚的角色和作用是什么样

的呢？ 一方面，职业官僚的行为并非无可指摘。 首先，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在被特朗

普总统解职后，将自己私下撰写的与特朗普的对话备忘录间接泄露给媒体，希望以此

促使司法部任命一个特别检察官进行“通俄门”的调查。 司法部的总监察长在之后

的报告中批评了科米此举，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先例”，即使是他希望推动任命特

别检察官，也还有其他的合法方式。④ 其次，联邦调查局的两位职业官僚彼得·斯特

尔扎克（Ｐｅｔｅｒ Ｓｔｒｚｏｋ）和莉萨·佩奇（Ｌｉｓａ Ｐａｇｅ）在双方公务手机的短信中，多次表达

对特朗普的厌恶。 司法部总监察长的报告认为，尽管联邦调查局的雇员有持有自己

政治观点的权利，但是也严厉批评了这种在公务手机上同时讨论工作事项与表达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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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政治立场的行为。① 尤有甚者，斯特尔扎克曾在选前的短信中提到“我们将会阻止

它 ＼［特朗普当选 ＼］”。 这旋即被特朗普及其支持者解读为“深层国家”试图干预政治

的明证。② 最后，司法部总监察长于 ２０１９年 １２ 月公布的另一份调查报告发现，联邦

调查局调查特朗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关系的“交叉火力－飓风”行动存在若干瑕疵。
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团队在向法院提供的申请监视特朗普团

队成员卡特·佩奇（Ｃａｒｔｅｒ Ｐａｇｅ）以及延长监视的材料中，问题重重，包括一封被篡改

的电子邮件。③

另一方面，上述的调查报告也指出，尽管联邦调查局的操作存在不少技术上的瑕

疵，但是并未发现有“政治偏见或者不当动机”影响了“交叉火力－飓风”的启动或者

对卡特·佩奇的监视。 首先，斯特尔扎克和莉萨·佩奇虽然参与了“交叉火力－飓
风”行动，但是并未起到主导作用。④ 其次，２０２０年 ８月，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公布

了其最后一份有关俄罗斯干预 ２０１６ 年大选的调查报告。 这份调查报告在共和党占

多数的情报委员会领导下，由两党共同完成。 这份报告的基本结论与穆勒报告相仿，
其将近 １０００页的详尽描述记录了俄罗斯对 ２０１６美国大选的广泛干预以及特朗普竞

选团队与俄罗斯的种种接触。⑤ 对于联邦调查局的工作，该报告提出了两点批评：一
是对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可能会被网络攻击，联邦调查局应该进行更多警告；二是对

于一个由英国前情报人员提供的有关特朗普的负面材料，联邦调查局未能进行足够

的核查便加以采用。 最后，司法部部长巴尔在 ２０１９年 ５月任命一位联邦检察官约翰

·杜伦（Ｊｏｈｎ Ｄｕｒｈａｍ）进行反调查，试图继续寻找“交叉火力－飓风”等行动是否存在

动机不纯等问题。 巴尔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将杜伦任命为与穆勒类似的“特别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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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共和党和民主党成员对于报告的绝大部分描述性内容存在一致看法，但是对于能否定

性为“共谋”，双方有不同结论。



官”，以保证其调查可以延续至大选之后。① 但是迄今为止，杜伦并未有所发现。
最后，在特别检察官穆勒进行调查的过程中，特朗普总统的确遭遇了一些其指令

被抵制的情况。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抵制基本上来自政治任命官员而非职

业官僚。 比如他要求科米停止对弗林的调查，要求司法部部长塞申斯（Ｊｅｆｆ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不要主动回避有关“通俄门”的调查，要求白宫律师唐纳德·麦加恩（Ｄｏｎａｌｄ Ｍｃｇａｈｎ
ＩＩ）告知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Ｒｏｄ Ｒｏｓｅｎｓｔｅｉｎ）解除穆勒的职务（之后又要求麦加

恩否认此事的存在），要求前竞选经理科里·莱万多夫斯基（Ｃｏｒｅｙ Ｌｅｗａｎｄｏｗｓｋｉ）和白

宫副幕僚长里克·迪尔伯恩（Ｒｉｃｋ Ｄｅａｒｂｏｒｎ）告知塞申斯限缩“通俄门”调查事项的

范围，而这些人都没有按照特朗普的指示行事。② 正如穆勒报告中所总结的那样，
“总统试图影响调查的努力基本上没有成功，但是这主要是因为总统身边的人没有

执行其指令或者满足其要求。”③另一方面，如果特朗普继续坚持，他是可以通过任命

新的司法部长或副部长终结“通俄门”调查的，但是这也必然会引起更大的政治风

暴。
相对于“通俄门”来说，“通乌门”对特朗普造成的杀伤力似乎更大，因为后者导

致了民主党占据多数的众议院发起的弹劾案。 “通乌门”事件的核心是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５日的一通电话，通话双方是特朗普总统和乌克兰新当选总统泽连斯基。 在电话

中，特朗普总统似乎以美国对乌克兰的 ４亿美元军事援助以及泽连斯基访美为筹码，
要求对方调查拜登施压乌克兰前任政府解职其检察总长以及所谓乌克兰干预 ２０１６
年美国大选的事情。 ８月 １２日，来自特朗普的白宫的一位匿名“吹哨者”将此事举报

给了情报界的总监察长迈克尔·阿特金森（Ｍｉｃｈａｅｌ Ａｔｋｉｎｓｏｎ）。 ９ 月 ９ 日，阿特金森

将此事告知国会情报委员会，“通乌门”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并逐渐发酵。 ９ 月 ２４ 日，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宣布正式启动针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两项罪名分别为滥用权力

和妨碍国会。 弹劾案虽然在民主党占据多数的众议院获得通过，但是未能获得参议

院 ２ ／ ３多数的支持。
职业官僚在这桩弹劾案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匿名“吹哨人”的

身份据说是一位中央情报局的职业官僚，曾经借调到白宫国安会工作。 这位“吹哨

人”并不是 ７月 ２５日特朗普与泽连斯基通话的现场亲历者，但是从数位同僚那里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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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相关情况。 这位“吹哨人”先是将自己的顾虑匿名告知了中央情报局的法律顾

问，继而又于 ８月 １２日通过正式程序向情报界总检察长阿特金森提出指控。 ９ 月 ２６
日，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公布了这位“吹哨者”的指控全文，“吹哨者”认为特朗普总统

利用自己的权力要求其他国家“干预 ２０２０年美国大选”，“包括向其他国家施压要求

调查总统在国内的主要政治对手”。① 总之，身份为职业官僚的“吹哨者”的积极作为

引发了后续的调查和弹劾。 二是，职业官僚在弹劾案中的作用体现在他们在国会的

作证和证词方面。 在国会作证的 １７位证人中，除了少数政治任命官员外，大部分是

来自国务院、国防部和国安会的职业官僚。 由于特朗普政府明确表示政府官员不应

该为“通乌门”去国会做证，因此这些证人的决定冒着不小的职业风险。② 证词中尤

以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威廉·泰勒（Ｗｉｌｌｉａｍ Ｔａｙｌｏｒ）和国安会的欧洲事务主任亚历山

大·温德曼（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Ｖｉｎｄｍａｎ）的指控对特朗普的伤害最大。 泰勒表示，特朗普政

府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的确取决于泽连斯基是否承诺对拜登进行调查。 换句话说，
以军援换取政治利益的“交易”的确存在。③ 温德曼则在特朗普与泽连斯基通话的现

场，他在做证时表示自己对特朗普在电话中表达的内容有所担心，认为要求一个外国

政府调查美国公民“不适当”，最终也将损害美国国家安全。④

从以上对“通俄门”和“通乌门”的讨论可以看出，职业官僚的行为在技术上时有

瑕疵，但是大体上遵循了美国的宪法法律和职业规范。 职业官僚的行为固然能够对

总统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约，但是这种制约是有限度的。 像在“通乌门”中所体现的那

样，也许职业官僚只有依托美国分权制衡的最基本宪制框架才能发挥最大的制约

作用。

五　 白宫自上而下对官僚体系的控制

职业官僚对于白宫的制约只是硬币的一面。 另一方面，随着美国官僚体系的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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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美国总统也一直在试图对其施加更大的控制。 特朗普及其团队对于官僚机构的

敌意从一开始就昭然若揭。 特朗普在 ２０１６ 年大选期间，就不断声称要“排干沼泽”，
彻底改造华盛顿的政治生态。① 特朗普的重要顾问班农也扬言特朗普政府的主要目

标之一就是要“摧毁”所谓“行政国家”。② 特朗普甫一上任即颁布行政命令，要求行

政部门如果计划颁布一项新的监管规定，必须首先废除两项旧的监管规定，并且新的

监管规定的成本不能超过废除旧规定所节约的成本。③ 另一项行政命令则要求每个

行政机构专门设立一位负责监管改革的官员以及一个工作组，并评估既有监管措施

是否需要废除、取代或者修改。④

除了试图在整体上削弱官僚机构的监管范围和力度，特朗普政府还努力加强对

其控制。 自尼克松政府以降，美国总统加强对官僚体系的控制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决
策的集权化和人事的政治化。⑤ 决策的集权化是指总统将政策的决策集中到白宫的

总统行政办公室，从而压缩白宫以外的行政部门本应具有的决策空间。 美国总统试

图把决策权集中到白宫并不鲜见。 其中一种常见的方式是任命负责某一议题领域的

所谓政策“沙皇”（Ｃｚａｒ），⑥比如小布什政府初期白宫的国土安全办公室主任汤姆·
里奇（Ｔｈｏｍａｓ Ｒｉｄｇｅ），或者奥巴马政府时期负责抗击埃博拉疫情的“应对埃博拉协调

官”罗纳德·克莱恩（Ｒｏｎａｌｄ Ｋｌａｉｎ）等。 但是如美国学者所指出的，特朗普时期的决

策集权化的特点之一是其所倚重的决策顾问的类型和质量与众不同。 比如特朗普的

女婿库什纳曾经负责过应对阿片类药物危机、刑事司法改革、政府机构改革、中东和

·４９· 美国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Ｂｉｌｌ Ｇｌａｕｂｅｒ， Ｊａｃｏｂ 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 ａｎｄ Ｃｒａｉｇ Ｇｉｌｂｅｒｔ， “Ｔｒｕｍｐ Ｒｉｐｓ Ｃｌｉｎｔｏｎ’ｓ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ｔ Ｇｒｅｅｎ Ｂａｙ Ｒａｌｌｙ，” Ｍｉｌｗａｕｋｅ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Ｓｅｎｔｉｎｅｌ，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７， ２０１６，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ｊｓ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ｍ ／ ｓｔｏｒｙ ／ ｎｅｗｓ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１６ ／
１０ ／ １７ ／ ｓｔａｇｅ－ｓｅｔ－ｔｒｕｍｐ－ｒａｌｌｙ－ｇｒｅｅｎ－ｂａｙ ／ ９２３１３６７４ ／ ，２０２１．１０．３１； 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ａｔ Ｊ．Ｓ． Ｄｏｒｔｏｎ Ａｒｅ⁃
ｎａ ｉｎ Ｒａｌｅｉｇｈ， 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７， ２０１６，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ＵＣ Ｓａｎｔａ Ｂａｒｂａｒａ，ａｖａｉｌａ⁃
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ｕｃｓｂ．ｅｄｕ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ｒｅｍａｒｋｓ－ｊｓ－ｄｏｒｔｏｎ－ａｒｅｎａ－ｒａｌｅｉｇｈ－ｎｏｒｔｈ－ｃａｒｏｌｉｎａ，２０２１．１０．
３１．
Ｐｈｉｌｉｐ Ｒｕｃｋｅｒ，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Ｃｏｓｔａ， “Ｂａｎｎｏｎ Ｖｏｗｓ ａ Ｄａｉｌｙ Ｆｉｇｈｔ ｆｏｒ ‘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３， ２０１７，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ｔｏｐ－ｗｈ－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ｓｔ－
ｖｏｗｓ－ａ－ｄａｉｌｙ－ｆｉｇｈｔ－ｆｏｒ－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ｅ ／ ２０１７ ／ ０２ ／ ２３ ／ ０３ｆ６ｂ８ｄａ－ｆ９ｅａ－１１ｅ６－ｂｆ０１－
ｄ４７ｆ８ｃｆ９ｂ６４３＿ｓｔｏｒｙ．ｈｔｍｌ，２０２１．１０．３１．
Ｓｔｅｖｅｎ Ｍｕｆｓｏｎ， “Ｔｒｕｍｐ Ｗａｎｔｓ ｔｏ Ｓｃｒａｐ Ｔｗｏ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Ｎｅｗ Ｏｎｅ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３０， ２０１７，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ｅｎｅｒｇｙ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ｗｐ ／ ２０１７ ／ ０１ ／ ３０ ／ ｔｒｕｍｐ －
ｗａｎｔｓ－ｔｏ－ｃｕｔ－ｔｗｏ－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ｆｏｒ－ｅｖｅｒｙ－ｎｅｗ－ｏｎｅ－ｉｍｐｏｓｅｄ ／ ，２０２１．１０．３１．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Ｏｒｄｅｒ １３７７７，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ｏｎａｌｄ Ｊ． Ｔｒｕｍｐ， “Ｅｎｆｏｒ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４， ２０１７，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ｇｏｖｉｎｆｏ． ｇｏｖ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ｐｋｇ ／ ＤＣＰＤ－２０１７００１３９ ／ ｐｄｆ ／ ＤＣＰＤ－２０１７００１３９． ｐｄｆ，
２０２１．１０．３１．
Ａｎｄｒｅｗ Ｒｕｄａｌｅｖｉｇｅ，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ｇｅｎ⁃
ｄａ，”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３９， Ｎｏ． １ （２００９）， ｐ．１３．
Ｊｕｓｔｉｎ Ｓ． Ｖａｕｇｈｎ， ａｎｄ Ｊｏｓｅ Ｄ． Ｖｉｌｌａｌｏｂｏｓ， Ｃｚａ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ｚａｒｓ ａｓ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ｏｏｌｓ （Ａｎｎ Ａｒｂｏｒ， Ｍ．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５） ．



平、对华政策、美墨边境墙、应对新冠肺炎大流行等诸多的议题领域；特朗普的海湖庄

园俱乐部的三位成员曾经大大影响了退伍军人事务部的某些决策乃至该部部长的去

留问题；特朗普本人经常依靠支持他的福克斯电视台作为信息和观点的来源。① 在

“通乌门”事件中，特朗普更是利用自己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等人绕开国务院开辟了

另一条与乌克兰政府高层交往的非官方外交渠道。
如果说决策的集权化是总统的“过程”管理，即在决策过程中边缘化官僚机构，

人事的政治化顾名思义就是“人事”管理，即通过任命政治官员或者加强对职业官僚

的控制使得官僚机构更有效地回应总统的偏好。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在退伍军人事务部于

２０１４年爆出丑闻的背景下，特朗普签署了一项具有两党共识的法案，使得退伍军人

事务部部长解雇或者惩罚不合格雇员变得更加容易。② 在 ２０１８ 年的《国情咨文》讲
话中，特朗普炫耀该项法案通过后，退伍军人事务部已经解雇了 １５００名不合格雇员，
并且呼吁国会赋予内阁部长在奖惩联邦雇员方面更大的权力。③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特朗

普又签署了三个行政命令，旨在使得解雇和惩罚联邦雇员更加容易，同时限缩联邦雇

员工会的活动时间和集体谈判。④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特朗普更是签署另一个行政命令，
试图通过创造一个新的联邦雇员类别，将数以万计乃至十万计的职业官僚岗位转变

为类似于政治任命的岗位。⑤ 基于这个新类别的雇用不再是竞争性的考绩制，并且

没有职业官僚所享有的职业保护，甚至可以说此项行政命令企图在联邦政府中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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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恢复昔日的分肥制。
除了通过立法或者行政命令从整体上加强政治任命官员的作用或者削弱对职业

官僚的职业保护，总统还有不少能够针对具体的官僚机构和人员的方法和手段。 美

国学者大卫·刘易斯讨论了几种常见的情况。① 第一种，最直接的手段是替换。 比

如说有一个被总统或者总统任命的官员认为有问题的职业官僚，可以换来更加顺从

的另一个职业官僚，或者如果该职位的性质允许的话，换来一个政治任命官员。② 总

统也可以改变该岗位的性质，将该岗位由职业官僚岗转变为政治任命岗。③ 以上两

种方法的问题在于，该岗位换了人，但是问题官僚由于受到职业保护，依然不会离开

该机构，会继续从事相关的工作。 不过也存在一些不成文的手段，甚至可以迫使职业

官僚自行离开。 一种方法是私下告诉该问题官僚，他 ／她面临两个选择：或者自行离

开，机构可以对其贡献进行表彰甚至帮助其寻找其他工作，或者拒绝离开，但是其工

作记录和以后的工作推荐信都会受到负面影响。 另一种方法是将该问题官僚调至其

本人不太中意的岗位，尤其是一些被比喻成“火鸡农场”的闲职。 比如，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时任国务卿莱克斯·蒂勒森宣布国务院要大幅增加处理“信息自由请求”的工作

力度，并指派了 ３５０位左右的工作人员进行此项工作。 这些工作人员包括一些大使

和资深外交官，他们的共同点是曾经负责过奥巴马政府的外交优先事项。④

除了替换，第二种方式是通过机构重组实现更强的控制。 机构重组在名义上一

般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公共政策的目标，但是通过机构的建立、裁撤、合并、分拆、升
格或降级，白宫可以实现其加强控制的目标。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特朗普政府的确推出了

一项宏大的机构改革和重组的方案，被其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称作“排干沼泽”的
最重要举措之一。⑤ 部分由于 ２０１８年中期选举之后民主党占据了众议院多数，而不

少改革计划需要通过国会，特朗普政府的这项宏大计划也就不了了之了。
第三种方式则是精简机构（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ｏｒｃｅ）。 在特朗普治下的四年，大部分的

行政机构在人员数量上出现了下降，不少机构的工作人员对工作的满意程度也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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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① 但是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试图大幅削减政府部门预算的努力由于遭到国

会反对大多没有成功。 以上这三种方式也许可以大致通俗地理解为“扔石头”“掺沙

子”和“挖墙脚”。
在国家安全领域，受到特朗普政府冲击最大的无疑是美国的情报机构和国务院。

如果说特朗普认为前者对其在国内的当选合法性构成了挑战的话，后者则被看作实

践其“美国优先”的外交路线的障碍。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６ 日，在特朗普尚未正式就职之

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 Ｊａｍｅｓ Ｃｌａｐｐｅｒ）、中情局局长约翰·布伦南

（Ｊｏｈｎ Ｂｒｅｎｎａｎ）、国家安全局局长麦克·罗杰斯（Ｍｉｋｅ Ｒｏｇｅｒｓ）和联邦调查局局长科

米等就集体前往纽约向特朗普通报了俄罗斯干预 ２０１６ 年大选的情况。 这可能也埋

下了特朗普对情报机构的不满的种子。 几天之后，特朗普认为是情报机构将一份未

经证实的有关他的负面材料泄露给媒体，从而愤怒地将情报机构比喻为“纳粹”。②

对美国情报机构的最大打击可能是在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６ 日，特朗普与普京在赫尔辛基

会见后，表示在俄罗斯干预 ２０１６年大选问题上，他相信普京的说法而不是美国的情

报机构的共识。③ 不过俄罗斯因素并不是特朗普对情报机构不满的唯一原因。 在美

国情报机构对于伊朗、朝鲜和“伊斯兰国”的评估与特朗普的偏好不尽一致的时候，
特朗普贬斥它们应该“回到学校”。④ 特朗普以总统之位进行的攻击削弱了情报机构

的信誉和士气，也引发了情报人员的广泛担忧。⑤

情报机构领导层也因为政治原因屡次更迭。 特朗普政府的首位国家情报总监丹

尼尔·科茨（Ｄａｎｉｅｌ Ｃｏａｔｓ）及其继任者代理总监约瑟夫·马奎尔（Ｊｏｓｅｐｈ Ｍａｇｕｉｒｅ）都
因在情报问题上无法与特朗普完全同调而被解职。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里查德·格雷内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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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３０，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ｈｏｗ－ｔｈｅ－ｔｒｕｍｐ－ｅｒａ－ｉｓ－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ｆｅｄｅｒａｌ －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 ／ ２０１７ ／ １２ ／ ３０ ／ ８ｄ５１４９ｃ６ － ｄａａ７ － １１ｅ７ － ｂ８５９ － ｆｂ０９９５３６０７２５ ＿ ｓｔｏｒｙ． ｈｔｍｌ，２０２１． １０． ３１；
Ｅｍｉｌｙ Ｂａｄｇｅｒ， Ｑｕｏｃｔｒｕｎｇ Ｂｕｉ， ａｎｄ Ａｌｉｃｉａ Ｐａｒｌａｐｉａｎｏ，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Ｂｅｃａｍｅ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Ｕｎ⁃
ｈａｐｐｉｅｒ， Ｕｎｄｅｒ Ｔｒｕｍｐ，”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Ｊｕｎｅ ２２， ２０２１，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ｙ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２０２１ ／ ０２ ／ ０１ ／
ｕｐｓｈｏｔ ／ ｔｒｕｍｐ－ｅｆｆｅｃｔ－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ｇｅｎｃｉｅｓ．ｈｔｍｌ，２０２１．１０．３１．
Ａｙｅｓｈａ Ｒａｓｃｏｅ， “Ｔｒｕｍｐ Ａｃｃｕｓｅｓ Ｕ．Ｓ． Ｓｐｙ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ｏｆ Ｎａｚｉ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ｖｅｒ ‘Ｐｈｏｎｙ’ Ｒｕｓｓｉａ Ｄｏｓｓｉｅｒ，”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１， ２０１７，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ｒｅｕｔｅｒｓ．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ｕｓ－ｕｓａ－ｔｒｕｍｐ－ｉｄＵＳＫＢＮ１４Ｖ１８Ｌ，２０２１．１０．３１．
Ｊｕｌｉｅ Ｈｉｒｓｃｈｆｅｌｄ Ｄａｖｉｓ， “Ｔｒｕｍｐ， ａｔ Ｐｕｔｉｎ’ｓ Ｓｉｄ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Ｕ．Ｓ．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ｏｎ ２０１６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Ｊｕｌｙ １６， ２０１８，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ｙ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２０１８ ／ ０７ ／ １６ ／ ｗｏｒｌｄ ／ ｅｕｒｏｐｅ ／ ｔｒｕｍｐ－ｐｕｔｉｎ－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ｌｌｉ⁃
ｇｅｎｃｅ．ｈｔｍｌ，２０２１．１０．３１．
Ｃａｉｔｌｉｎ Ｏｐｒｙｓｋｏ， “Ｔｒｕｍｐ Ｔｅｌｌｓ Ｉｎｔｅｌ Ｃｈｉｅｆｓ ｔｏ ‘Ｇｏ Ｂａｃｋ ｔｏ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ｙ Ｂｒｅａｋ ｗｉｔｈ Ｈｉ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ｏ，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３０， ２０１９，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ｐｏｌｉｔｉｃｏ． ｃｏｍ ／ ｓｔｏｒｙ ／ ２０１９ ／ ０１ ／ ３０ ／ ｔｒｕｍｐ－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１１３６４３３，２０２１．
１０．３１．
Ｓｔｅｖｅｎ Ｌ． Ｈａｌｌ， “ Ｉ Ｗ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Ａ． Ｔｒｕｍｐ’ｓ Ｐｅｔｔｙ Ｆ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ｌｔｓ ｗｉｌｌ Ｍａｋｅ Ｕｓ Ａｌｌ ｌｅｓｓ Ｓａｆ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４， ２０１９，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ｃｏｍ ／ ｏｕｔｌｏｏｋ ／ ２０１９ ／ ０２ ／ ０４ ／ ｉ－ｗａｓ－ｃｉａ－ｔｒｕｍｐｓ
－ｐｅｔｔｙ－ｆｉｇｈｔｓ－ｉｎｓｕｌｔｓ－ｗｉｌｌ－ｍａｋｅ－ｕｓ－ａｌｌ－ｌｅｓｓ－ｓａｆｅ ／ ，２０２１．１０．３１．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Ｇｒｅｎｅｌｌ）被任命为代理情报总监。 格雷内尔时任美国驻德大使，毫无情报专

业的背景，但是是一位忠实的特朗普支持者。 他的任命表明，个人忠诚的重要性完全

压倒了专业和经验。 格雷内尔就任后，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和国家反恐中心的领导

层都经历了“清洗”。 不久之后，情报界总监察长阿特金森也因为“通乌门”被特朗普

解职。 对于情报机构领导层中专业人士被迫离职的状况，为数众多的情报机构的前

任领导纷纷表示谴责和担忧。① 特朗普对于情报机构的言辞攻击和人事清洗也产生

了后果。 例如，２０１９年美国情报机构在草拟国家情报评估（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Ｅｓｔｉ⁃
ｍａｔｅ）的时候，删除了初稿中关于俄罗斯希望特朗普赢得 ２０２０年美国大选的判断，改
用了更加模糊的词句。② 美国情报机构每年都会在国会举行有关全球威胁形势的年

度听证会，包括公开场和闭门会。 ２０２０ 年初，情报机构领导层试图取消听证会的公

开场，似乎希望避免公开与特朗普意见相左的窘境。③ ２０２０年 ７ 月和 ８ 月，美国国家

情报总监办公室公布的有关 ２０２０年选举安全的声明中，刻意把中国和伊朗与俄罗斯

相提并论，同样希望避免激怒特朗普。④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６ 日，情报界的分析调查专员

（ＩＣ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Ｏｍｂｕｄｓｍａｎ）的报告也表示，情报机构存在不少情报“政治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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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ｏｒｅｌｌ， Ａｖｒｉｌ Ｈａ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Ｓ． Ｃｏｈｅｎ， “Ｔｒｕｍｐ’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Ｓ．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Ｃｏｕｌｄ
Ｅｎｄ ｉｎ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ｐｒｉｌ ２８， ２０２０，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ｃｏｍ ／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２８ ／ ｔｒｕｍｐ－
ｃｉａ－ｉｎｔｉｍｉｄ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ｇｅｎｃｉｅｓ－ｃｏｕｌｄ－ｅｎｄ－ｉｎ－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 ，２０２１．１０．３１； Ｍａｒｋ Ｒ． Ｗａｒｎｅｒ，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ｓｔ ｏｆ Ｔｒｕｍｐ’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Ｓ．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Ａｐｒｉｌ ２０， ２０２０， ａ⁃
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ｃｏｍ ／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２０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ｓｔ－ｔｒｕｍｐ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 ，２０２１．１０．３１； Ｊｏｓｅｐｈ Ｍａｇｕｉｒｅ ｅｔ ａｌ．， “Ｆｏｒｍｅｒ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Ｃｈｉｅｆｓ： Ｔｒｕｍｐ’ｓ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Ｉｓ
Ｄｅｅｐｌｙ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Ｏｕｒ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Ｓａｆｅｔｙ，”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Ｍａｒｃｈ ２０， ２０２０，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ａｓｈ⁃
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ｃｏｍ ／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 ｆｏｒｍｅｒ－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ｃｈｉｅｆｓ－ｔｒｕｍｐｓ－ｒｅｍｏｖａｌｓ－ｏｆ－ｅｘｐｅｒｔｓ－ａｒｅ－ｄｅｅｐｌｙ－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ｔｏ－ｏｕｒ
－ｎａｔｉｏｎｓ－ｓａｆｅｔｙ ／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２０ ／ ｂ１６ｅ７ｅ０６－６ａｃ３－１１ｅａ－ａｂｅｆ－０２０ｆ０８６ａ３ｆａｂ＿ｓｔｏｒｙ．ｈｔｍｌ，２０２１．１０．３１； Ｊｏｈｎ Ｄ． Ｎｅｇｒｏ⁃
ｐｏｎｔｅ， ａｎｄ Ｅｄｗａｒｄ Ｍ． Ｗｉｔｔｅｎｓｔｅｉｎ， “Ｔｒｕｍｐ Ｐｌａｙｓ ａ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Ｇａｍｅ ｉｎ 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ｏｐ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Ｊｏｂ，”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４， ２０２０，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 ｔｒｕｍｐ－ｐｌａｙｓ－ａ－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ｇａｍｅ － ｉｎ － 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 － ｔｈｅ － ｔｏｐ －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 ｊｏｂ ／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２４ ／ ｃｄａ２ｂ５５ａ － ５７４１ － １１ｅａ － ９ｂ３５ －
ｄｅｆ５ａ０２７ｄ４７０＿ｓｔｏｒｙ．ｈｔｍｌ，２０２１．１０．３１．
Ｒｏｂｅｒｔ Ｄｒａｐｅｒ， “Ｕｎｗａｎｔｅｄ Ｔｒｕｔｈｓ： Ｉｎｓｉｄｅ Ｔｒｕｍｐ’ｓ Ｂａｔｔｌｅｓ ｗｉｔｈ Ｕ．Ｓ．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Ｍａｇ⁃
ａｚｉｎｅ， Ａｕｇｕｓｔ ８， ２０２０，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ｙ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２０２０ ／ ０８ ／ ０８ ／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 ｕｓ－ｒｕｓｓｉａ－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ｈｔ⁃
ｍｌ，２０２１．１０．３１．
Ｍａｒｔｉｎ Ｍａｔｉｓｈａｋ， “ Ｉｎｔｅｌ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Ｐｕｓｈ ｔｏ Ｃｌｏｓｅ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Ｈｅａｒ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 Ｔｒｕｍｐ Ｏｕｔｂｕｒｓ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ｏ，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５，
２０２０，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ｏ．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２０２０ ／ ０１ ／ １５ ／ ｉｎｔｅｌ －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 ｔｈｒｅａｔｓ － ｈｅａｒｉｎｇ － ｔｒｕｍｐ －
０９９４９４，２０２１．１０．３１．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ｂｙ ＮＣＳＣ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Ｅｖａｎｉｎａ： １００ Ｄａｙｓ Ｕｎｔｉｌ Ｅ⁃
ｌｅｃｔｉｏｎ ２０２０，” Ｊｕｌｙ ２４， ２０２０，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ｎｉ． ｇｏｖ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ｎｅｗｓｒｏｏｍ ／ ｐｒｅｓ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ｉｔｅｍ ／
２１３５－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ｂｙ－ｎｃｓｃ－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ｗｉｌｌｉａｍ－ｅｖａｎｉｎａ－１００－ｄａｙｓ－ｕｎｔｉｌ－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２０２０，２０２１．１０．３１；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ｂｙ
ＮＣＳＣ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Ｅｖａｎｉｎａ：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ｒｅａｔ Ｕｐｄａｔ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ｕｇｕｓｔ ７， ２０２０，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ｄｎｉ．ｇｏｖ ／ ｉｎｄｅｘ．ｐｈｐ ／ ｎｅｗｓｒｏｏｍ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２０２０ ／ ｉｔｅｍ ／ ２１３９－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ｂｙ－ｎｃｓ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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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官僚和特朗普政府后期任命的政治性很强的领导层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与日俱

增。①

联邦调查局既是国内情报机构，又隶属于司法部，具有执法机构的身份，在“通
俄门”的调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自然也成为特朗普攻击的主要目标之一。 一方面，
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都是行政机构的一部分，从而需要向总统负责；但是另一方面，
“水门事件”之后美国各界形成的共识和规范是白宫尊重执法机构调查和起诉的独

立性，其中一项很重要的举措就是对于白宫和司法部之间的交往有严格的规定和限

制。② 尽管前任政府在与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的关系上也时有被指摘之处，但是特

朗普却几乎完全无视这些既有规范。 用时任联邦调查局副局长的安德鲁·麦凯比

（Ａｎｄｒｅｗ ＭｃＣａｂｅ）的话说，从来没有一个战后总统对司法的干预如此“赤裸、敌视和

持久”。③ 除了在社交媒体上持续不断地攻击“通俄门”的调查以及参与调查的执法

机构和人员之外，执法机构也经历了剧烈的人事变动。 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和副局

长麦凯比先后于 ２０１７年 ５月和 ２０１８年 ３月被解职。 特朗普政府的首任司法部长塞

申斯因为主动在“通俄门”调查中要求回避而遭到特朗普的持续批评，最终在 ２０１８
年中期选举后黯然辞职。 继任的司法部部长威廉·巴尔堪称史上最为“政治性”的
司法部长。④ 巴尔上任之后，发起了对“通俄门”调查的反调查，并且干预了对罗杰·
斯通（Ｒｏｇｅｒ Ｓｔｏｎｅ）和迈克尔·弗林的刑事起诉，在司法部内外都激起了巨大的反弹。
负责两起案件的职业检察官选择退出该案，甚至选择离开司法部。 超过两千名的司

法部前官员两度发声，谴责政治干预司法。⑤

美国国务院也在特朗普政府时期遭受了巨大冲击。 特朗普本人曾略带蔑视地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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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称作“深层国务院”（Ｄｅｅｐ Ｓｔａｔ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① 在特朗普政府的第一年，位居

国务院领导层的不少资深职业外交官即被迫或主动退休，其中级别最高的“职业大

使”（ｃａｒｅｅｒ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职业公使” （ｃａｒｅｅｒ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和“公使参赞”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ｃｏｕｎ⁃
ｓｅｌｏｒ）分别下降了 ６０％、４２％和 １７％。② 然而，另一方面则是国务院大量重要职位的

空缺或被代理，或者经历频繁的人事变动。③ 特朗普的第一任国务卿蒂勒森不仅在

决策过程中边缘化职业外交官，并且全面冻结招聘，试图大肆削减国务院预算以及进

行机构改革。④ 尽管蒂勒森的继任者蓬佩奥上任伊始表示要重新找回国务院的“自
豪感”，但是他更注重的似乎是维持与特朗普的关系以及经营自己的政治前途。⑤ 在

“通乌门”发酵前后，以时任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的玛丽·亚努科维奇（Ｍａｒｉｅ Ｙｏｖａｎｏ⁃
ｖｉｔｃｈ）为代表的职业外交官遭到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持续攻击，而作为国务卿的蓬佩

奥的冷眼旁观也让国务院上下极为失望乃至愤怒。 同时，职业外交官还面临着“忠
诚度”的审查。 前文提到的国务院总监察长 ２０１９ 年的调查发现，国际组织事务局和

国务卿办公室都存在着职业外交官因为被怀疑政治立场而遭到打击报复的情况。 类

似情况也发生在美国驻外使馆的职业外交官的身上。⑥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量的中

低阶外交官也离开了国务院。 根据一项统计，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到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７２２ 名

或者说 ７％的雇员离开了国务院。⑦ 新进人员从 ２０１６ 年的 ３６６ 名下降到次年的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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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申请加入外交队伍的数量也在特朗普政府的第一年下降了 ２６％。① 人事管理办

公室于 ２０１９年对政府机构进行的年度调查也显示，国务院内部士气低落，担心政治

报复的比例上升，对领导层的满意度下降，更多人考虑离开国务院。② 其他国家的外

交官甚至私下说：“美国国务院曾经很重要，但是现在被摧毁了，不复存在。”③

结　 　 论

“深层国家”作为美国的外来词在 ２０１６年大选前后开始在美国政治的讨论中流

行开来。 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口中的“深层国家”几乎包括一切批评者和反对者，而美

国的“官僚国家” ／ “行政国家”以及国家安全机构则是他们矛头所指的主要目标之

一。 本文聚焦美国的官僚体系和职业官僚与白宫的关系，试图从学理并在经验层面

上探讨所谓“深层国家”这一议题。 一方面，美国职业官僚的多元性及其官僚体系的

相对开放性，意味着在美国政治中不存在一个有系统性和组织性、有特定意识形态色

彩的“深层国家”。 另一方面，在特朗普时期，白宫和官僚体系之间长期存在的紧张

关系的确达到了高峰。 出于宪法法律、专业规范或者政策分歧等原因，职业官僚通过

拖延、泄密、辞职以及诉诸总监察长办公室和国会相关委员会等方式，对白宫的指令

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抵制。 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则通过决策的集权化和人事的政治化试

图对官僚体系施加更强有力的控制，其对“忠诚”的强调超越了专业、规范乃至法律

等因素。 一些美国学者认为，特朗普曾扬言的要“摧毁”美国“官僚国家”的目标至少

部分得到了实现。④

特朗普与美国官僚体系的互动体现了三重不同的矛盾关系。 第一重矛盾是普遍

存在于不同国家的，即保证官僚体系的相对独立性和专业性与保证其向政治领导人

负责之间的张力。 这个张力也是“现代政治体系的一个持久性的困境”。⑤ 第二重矛

盾则是具有美国特色的，即总统和国会对官僚体系控制权的争夺。 由于美国的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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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是在三权分立的基本宪政架构中成长起来的，因此谁来控制官僚体系几乎从一

开始就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一种“双重监护”的状态由此形成。① 在某种程度

上，总统和国会对控制权的竞争反而给了官僚体系更多的自主权。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８０
年代以来，美国保守派推出了所谓“单一行政官”理论，声称无论是根据宪法精神还

是民主原则，总统对整个官僚体系都应该是有绝对和唯一控制权的。② 反对者则认

为，“单一行政官”的解读过于牵强，而官僚体系也是对日益强大的总统权力的有益

的制约。③ 第三重矛盾则是具有特朗普时期特色的，即其反建制的民粹主义与包括

官僚体系在内的既有制度之间的冲突。 民粹主义所反对和企图改变乃至摧毁的既有

制度化现状不仅仅限于官僚体系，但是制度化程度很高的官僚体系自然成为其主要

目标之一。 因此，过去几年美国官僚体系与白宫之间的博弈既有特朗普时期的特色，
也体现了美国宪政架构与政治发展的长期张力，同时涉及官僚制度面临的普遍性挑

战。 美国“深层国家”的未来变化也取决于这三重矛盾的演变与共振。

节大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本文责编辑：仇朝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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